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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认识供给侧那样认识需求侧：超越
周期视角的居民消费 *

蔡 昉

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从供给侧转到

需求侧，居民消费日益成为增长的决定性拉动力。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变化并相应转

变研究范式、政策视角和政策工具的运用偏好，有必要借助增长理论对供给侧因素的

分析框架，以此为认识需求侧因素特别是消费提供一个超越周期的视角。这种比较研

究可以强化对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认识。首先，消费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因

素。其次，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不仅在于有效手段的运用，更能体现发展的目的。

再次，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是中国如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而成为中等发达国

家的必要之举。最后，实现更多更高质量就业，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更加注重“分

好蛋糕”，提供更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扩大消费的主要政策方向。

关键词：需求侧 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 超越周期

引 言

对于促进增长应该采取何种宏观经济手段，特别是涉及需要刺激总需求时，

究竟应该把重点放在投资上面还是消费上面，经济学家往往存在不同的看法。例

如，针对当前中国提振经济的抓手，在普遍认同内需重要性的同时，有的学者强

调以扩大消费带动增长，[1]也有学者不赞成把促进消费作为重点，而是更加强调

蔡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电子邮箱：caifang@cass.org.cn。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1]例如，“白重恩：调节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唯一出路是增加居民消费”，2024年 12月 13日，https://
cj.sina.com.cn/articles/view/1496814565/593793e502001npzu[2025-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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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作用。[1]深究主要对立观点之间的差异发现，分歧源于认识问题的出发点

上，如果能够在以下三个争议点上取得一定程度的求同存异，即便不能完全消除

分歧，也有望增进不同观点持有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或者在政策实施中可以少些

犹疑、多些果断。其一，更为清晰地界定经济增长的供给侧源泉和需求侧出口，

或者把两组性质不尽相同的增长因素之间的关系阐释清楚。其二，明确所讨论的

问题不仅关涉短期宏观经济意图，更是论及长期经济增长可能性。其三，转变思

维范式，不仅把供需两侧都视为经济增长的手段，更要认识到消费作为目的本身

的意义。

无论秉持怎样的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一个广为观察到的事实是，居民消费

对于中国经济保持合理增速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这不仅体现在应对宏观经济所遭

遇的周期性冲击上，也越来越体现在保持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动力上。在三年新冠

疫情期间，由于宏观经济在较长时间里经历了较高水平的周期性失业，居民收入

增长速度明显减慢，不仅导致当期消费受到不利的影响，还造成家庭预算结构的

失衡，使得经济增长的需求支撑能力需要较长的修复期。同时，短期冲击与长期

变化相遇，更深度的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都在这时发生并且成为抑制消费的长

期因素。鉴于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必要对上述判断所依据的理论和经验作

更多的说明，这将体现在本文的逻辑之中。

宏观经济诸多现象大都可以在既有的经济学文献中找到可供借鉴的分析框

架。在以往的政策实践中找到对应的经验叙事，把理论和经验的存量同当今世界

经济现实联系起来看，既有助于认识在经济复苏中发挥消费的作用，也有助于在

长期增长中开启消费动力。例如，受到周期性冲击后的宏观经济，将呈现三种极

大的可能性。其一，往往要承受所谓“磁滞效应” [2]（Hysteresis Effect）对经济

复苏的不利影响，并且由此造成的“疤痕”既可能由供给侧的要素供给或生产率

受损所致，也可能由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失衡所致。[3]其二，经济复苏回归的

常态，既可能是全新的宏观经济状况，也可能是新冠疫情前的世界经济常态。在

后一情形下，宏观经济可能再次呈现“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状态，

[1]余永定：“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大众日报》，2024年 10月 22日，第 9版。

[2]在经济学领域，“磁滞效应”用于描述时间滞后现象，指某些经济事件在诱发因素消失后仍持续

存在。这种效应通常出现在极端或长期经济事件（如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之后，表现为经济指标无法

恢复到原有状态。

[3] Blanchard O., Cerutti E. and Summers L., “Inflation and Activity—Two Explorations and Their Monetary
Policy Implications”, IMF Working Paper, WP/15/23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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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回归或者部分表现为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负债等特征。[1]其三，中

国在面临上述所有可能性的同时，更是遭遇独特的挑战。

有趣的是，对于分别属于周期现象和长期增长现象的前两种可能性，实际观

察和理论阐述皆出于同一位宏观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不过，他本

人尚未把两种现象及其对应的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更有现实针对性的叙

事。如果我们在分析方法上诉诸“长期停滞”学派——其鼻祖为阿尔文·汉森，

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望得到解决。换言之，一旦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

点，运用恰当的观察视角，我们则可以发现，短期宏观经济现象和长期经济增长

现象之间的关联变得显而易见。例如，中国居民消费出现的新特征及其政策含

义，就是这样一个潜在情景，与所提到的两种理论假设即便不具有严格的一一对

应关系，把现实与理论进行比照，也极具启发性。对于本文来说尤其如此，因为

我们的目的是从中获得认识消费问题的长期视角。

继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汉森的早期思想，[2]布兰查德和劳伦斯·萨默

斯针对世界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复活并重新解释了“长期停滞”这个概

念，把世界经济增长新常态归结为人口增长停滞和老龄化对需求的抑制，以致形

成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和高负债的组合。在得出经济增长新常态的结论，以

及阐释论证理由的同时，这些讨论也暴露出一个逻辑上的缝隙，导致一种似是而

非的矛盾，那就是在宏观层面，供给侧和需求侧等因素具有彼此相连、相互交织

的性质，这在概念上似乎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惑。然而，这或许也开启了“一扇

门”，有助于我们在更深层次上认识供需两侧关系。

例如，汉森论证“长期停滞”的逻辑是，停滞的人口增长对社会总需求的不

利影响，特别表现为削弱投资需求，使得生产性资源长期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储

蓄不能转化为投资需求，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过度储蓄。然而，按照他的分析框

架，技术发明、资源边界扩展和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3]换句话说，

人口增长同时又是供给侧因素。简单来看，这样的分析框架似乎令人迷惑，但内

在的逻辑是可以厘清的，应该成为我们认识消费长期维度的有益方法论。换句话

[1] Blanchard O., “The Mayekawa Lecture: Fiscal Policy under Low Rates: Taking Stock”, Monetary and
Economic Studies, November 2021, https://www.imes.boj.or.jp/research/papers/english/me39-3.pdf[2025-07-02].

[2]蔡昉：“万物理论：以马尔萨斯为源头的人口—经济关系理论”，《经济思想史学刊》，2021年第 2
期。

[3] Hansen H. A., “Economic Progress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9(1): 1-15,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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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应该在供需两侧相互交叉的层面上分析这个问题。

相应地，如果掌握这种方法论的前提是转换分析范式，则有必要把供给侧分

析作为需求侧分析的参照系。从 21世纪 10年代开始，在中国人口红利加速消失、

潜在增长率趋于下行的条件下，决策者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正确判断，部

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举措。这是中国经济得以发挥自身增长潜力，从而

实现合意增长速度的根本原因。从 21世纪 2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在结构上进入

中度老龄化阶段，在总量上进入负增长时代，经济增长在供给侧制约仍然严峻的

同时，需求侧制约更加突显。这既表现为一般规律性，也呈现出中国的特殊性。

因应新的挑战和课题，只有做到像认识供给侧那样认识需求侧，才能超越周期视

角，更深入地认识居民消费现象，推导出政策含义并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和需求侧

以长期视角认识宏观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当于探索经济增长过程的

“来龙去脉”。其中，“来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哪些因素凝结到产品或服务之

中以及分别作出多大的贡献；“去脉”则是从需求侧来看，生产出的产品或服务

去向何方，各自作出多大的贡献。供给侧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以生产函数表达，

比如 Y = A·f（K, L, H,…），其中 Y表示总产出，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因

素，K、L和H分别为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此外，生产函数也可以扩展到包

含诸多其他可单独衡量的要素，不一而足。从供给侧来看，经济产出是各种要素

的投入数量和配置效率的函数。因而，供给侧的本质体现在作为经济增长手段的

功能之中。需求侧的关系可以用国民经济恒等式表达，即Y = C+I+G+NX，其中

C为居民消费，I为资本形成或投资，G为政府支出，NX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也就是说，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投资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是

国民经济循环的必要需求条件。可见，需求侧作为产出的归宿，特别是消费作为

终极归宿，其本质更突出体现在作为发展目的的功能之中。

如果说从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始，便有了供给（生产）与需求（消费）二分法

的话，那么从那时起消费即被赋予了更具主导性和建构性的地位。亚当·斯密斩

钉截铁地指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1]大约 250年前斯密为了批判重

[1]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

印书馆，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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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主义所强调的这一点，在当代世界经济背景下，以及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

仍然正确并且具有启发性。例如，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批评美国的贸

易保护主义政策时指出，当代（美国）重商主义者仍然出于本能把生产置于消费

之上，进而认为贸易顺差优于贸易逆差。[1]将这个逻辑用于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

选择，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然需

要建立在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发展方式上。

除了供给与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分别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或次要方面地位的交

替变化，以及供需两侧因素各自履行独特的功能之外，它们终究服务于同一目

标，可以被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有必要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在比照

中加深认识和理解。这不仅是因为两者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譬如说C=α+βY这

个公式[2]所表达的，消费是收入从而也是就业的函数；还因为从分析逻辑上说，

供给侧分析和需求侧分析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认识或者在寻找这些相似性的过程

中，分析可以呈现出一种对称和均衡之美，进而可以在对比中获得诸多方法论上

的好处，这样既有助于理论提炼，也有助于引申政策含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

法论借鉴，就是通过参考供给侧的经济增长视角，帮助在需求侧分析中超越周期

视角，更加习惯并擅长于长期视角。

首先，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或宏观经济环境下，影响增长的供需两侧构成

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无论从供给侧还是从需求侧看，影

响增长的因素都是多元和相互交叉的。一方面，各种因素之间具有相互独立的确

定性，如居民消费是纯粹的需求侧因素，全要素生产率是纯粹的供给侧要素。另

一方面，这些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双重属性，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如供给

侧的投资与需求侧的资本形成实际上是相同的因素，既是生产函数的项，也是国

民经济恒等式的项。主要矛盾具有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的性质。正如随着人口红

利消失，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不足以支撑合意潜在增长率，长期

可持续增长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一样，一系列条件的变化也使出口和投资需

求不能够再满足合意增长速度的需要，发展方式必须转向更加可持续的消费需求

牵动型。

其次，供需两侧都可能发生波动，成为经济增长遭遇周期性冲击的因素，但

[1] Rodrik D., “Mercantilism Isn’ t All Bad, But Trump’ s Version Is the Worst”, May 7, 2025, https://
www.project-syndicate.org/[2025-07-02].

[2]其中，C为消费，Y为收入，α表示不受收入影响的基本需求，β为边际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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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稳态和常态，取决于供需两侧因素的先天禀赋、长期培育和健康水

平。在应对无论来自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短期经济冲击时，均可以借助宽松的宏

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消除供给侧或需求侧的周期性扰动，使各种生产要素回归

充分就业轨道，使经济增长回到潜在增长率。诚然，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

归根结底要依靠对供需两侧的相关因素特别是作为主要矛盾的那些因素进行长期

积累和配置。但是，随着人工智能为牵引的新技术突飞猛进，供给侧的资源制约

日益被消除，经济增长依靠以消费为核心的需求扩大，始终是并且越来越是一个

颠扑不破的道理。

再次，对中国来说，未来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消费需求，培养居民消费能

力和消费意愿有赖于在理念转变前提下进行长期制度建设。长期以来，宏观经济

学被划分为周期研究和增长研究两部分，分别关注短期需求和长期供给，形成画

地为牢或“民众老死不相往来”的倾向，以致经济增长遗失了需求侧的长期视

角。实际上，理论和经验都表明，需求侧因素特别是居民消费同样并且越来越具

有长期的维度。例如，稳健地影响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因素，包括永久性收

入、居民财富积累、恒久市场信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收入分配状况等，这些

都需要长期培养和精心维护。

最后，从微观经济学来说，供给创造需求固然可以是一种可能性；在宏观经

济学来看，需求创造供给终究是必然性。据说，凯恩斯出于论证自己有效需求理

论的需要，故意制造了一个假想敌——“萨伊定律”，并且误读了萨伊关于“供

给为自己创造出需求”这句话的本意。然而，无论是萨伊自己的说明，还是穆勒

对该观点的解释，都表明萨伊这句话的确混淆了“生产出”与“销售出”，以及

“商品”与“可支配收入”的差别。 [1]可见，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的表达，

终究还是符合萨伊本人的原意。正如乔布斯时代的苹果手机创造出自己的需求一

样，这样一种市场现象的确可能在微观环节存在，但从经济总量意义上，没有可

持续需求的支撑，供给不可能自顾自地便实现了经济增长。

[1] [美]马克·史库森著，王玉茹、陈纪平译：《经济思想的力量》，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宋韵声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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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增长核心指标的居民消费

在经济学说史上和现实经济研究中，有诸多以“核心”“自然”为定语的概

念或指标，都旨在突出一个经济现象最具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例如，剔除变

动幅度过大的食品和能源产品价格后的“核心 CPI”（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以及滤除周期性波动影响后的自然失业率，均为最常见的此类情形。或者说，这

种提炼“核心”的做法已经成为一种常用的经济分析方法。诚然，预期剔除的因

素不尽相同，有的是把不作为当下关注点的因素暂且放置一旁；有的是抽象掉对

于经济现象仅起非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有的是去除那些扰动性、暂时性和具有不

可控特征的因素。无论目的为何，去掉“噪声”才可能听得更清晰、更真实。

美国经济学家杰森·福尔曼提出一个被称为“核心GDP”（核心国内生产总

值）的统计概念，据说是他在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最为关注的指

标。[1]福尔曼用这个指标作为宏观经济趋势判断的最重要依据，为此进行了一定

的抽象，看似十分简单、朴实无华，但是具有标志性意义，有助于揭示关键而有

益的信息。这里，他所谓的“核心GDP”是指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换言之，就

是在总需求“三驾马车”中剔除净出口、政府支出和库存后余下的部分。在福尔

曼看来，传统的供给侧因素以及需求侧因素中的出口和政府支出，对于反映宏观

经济和增长的真实韧性而言，都只是一些“噪声”。

借鉴福尔曼的概念，可以把中国的居民消费与固定资产形成之和作为类似于

“核心GDP”的数据，并将其在支出法GDP中所占比重称为“核心率”（见图 1）。
从中能够读到哪些独特的信息，这些信息又有怎样的政策含义？在回答类似的问

题之前，先要确立一个前提，即需求因素特别是居民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

的主要制约。例如，从以下几个因素，可以看到这种制约的存在和严峻性。其

一，无论是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的自然趋势，还是全球化呈现的新形势，以及地

缘政治导致的供应链“脱钩”趋势，都构成对中国经济出口需求的抑制。其二，

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供给侧要求从要素驱动转向生产率驱动，在需求

侧要求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其三，人口负增长、老龄化以及就业和收入增

长的减速，均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抑制。[2]

[1] Furman J.,“Why Core GDP Is the Signal among all the Noise”, Financial Times, April 29, 2025.
[2]蔡昉：《新人口红利》，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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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便有把握从这个“核心”的提炼中解读出以下政策含义。首先，

“核心率”作为一个指标，大体上符合福尔曼“核心GDP”的期望功能，具有去

掉“噪声”、更显基本面的特点。其次，该指标变化趋势表明，中国经济保持持

续增长所依靠的内需，特别是生产性投资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趋于

增强。再次，该指标表明在遭遇疫情和外部冲击时，从自身需求的基本面来看，

尽管不排除有一定的“磁滞效应”，但中国增长潜力并未受到永久性的损害。最

后，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得益于及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中国

经济具有了更大的韧性，不啻成功应对疫情冲击并且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保持主动

的“先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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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形成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5-07-02]。

按照福尔曼针对GDP统计信息进行抽象的出发点和逻辑，仍可继续提炼，即

把固定资产投资部分也暂且剔除在外。这样做不仅体现一种主观意图，即更加突

出居民消费对宏观经济韧性和增长可持续性的贡献，也有客观经验依据，即居民

消费长期以来表现出的稳定特征。由于长期以来宏观经济政策惯于以刺激投资的

方式应对出口骤减的冲击，结果往往是在出口与投资之间形成很强的互相弥补和

此消彼长的关系。与之相应，长期来看波动最小、贡献率最稳定，因而也最体现

基本面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消费（见图 2）。换句话说，居民消费率[1]是表征经

[1]居民消费率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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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可持续性和健康水平“核心”指标中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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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总需求“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5-07-02]。

居民消费在“三驾马车”中居于核心地位，既是一个涉及目的和手段的建构

性或规范性命题，也是涉及经验和事实的实证性命题。说到后者，其不只是纯粹

统计意义上的表现，而且包含更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更悠远的经验依据。[1]我们暂

且仍然从供需两侧诸因素的角度，结合经济理论和政策传统，考察对经济增长能

够作出长期可持续贡献的核心因素。在供给侧诸因素中，虽然经济学长期以来也

痴迷于研究各种要素的培育或积累，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本源驱动

力，始终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假设。与此不尽相同的是，在需求侧诸因素中，

如果说经济学家给予“三驾马车”诸因素相同的研究关注度的话，出于追求短期

目标的本能，理论和政策研究并未把居民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本源拉动力。不

过，当经济增长越来越感受到长期需求制约时，居民消费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已经

日渐显露。

诚然，关于（供给侧）“本源驱动力”或者（需求侧）“本源拉动力”的说

法，并不是由于经济发展发生阶段性变化才成为事实，然而，这种事实和说法的

重要性，的确由于我们所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特征而愈显突出，不容继续受到忽

[1]蔡昉：《中国经济的未来可能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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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国际经验表明，把居民消费率保持在与发展阶段相符的常态水平上，是高速

增长经济体避免异常减速的关键，因而也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答题。一项旨

在揭示高速增长经济体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大幅减速的研究表明，总体而

言，一个经济体的居民消费率越高，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的概率便越低，反之亦

然。[1]对于中国来说，高度重视居民消费既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体

现，也是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让居民消费成为经济

增长需求侧核心拉动力，以前不是，今后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

过程，必须在理念上有所转变，在政策上有所作为，甚至需要经历一个临界最小

努力或惊险的跨越。

不可回避的消费跨越

超越周期视角认识经济现象，一个有益的方法就是观察长期发展过程中各种

变量间关系的变化。图 3展示在一个特定的发展区间里，人均GDP与居民消费率

之间的动态关系。所选择的区间可以广义地视为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为目标

的发展时期，既是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实现赶超任务的主要阶段，也是中国基本

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发展区间。具体来说，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DP的平均

值 2416美元为起点，以作为中等发达国家门槛水平的人均GDP的平均值 27331美
元（2023年葡萄牙的水平）为终点。[2]比较的对象是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

地区，同时也追溯最近若干年份的数据，由此获得 966个观察值。下面，分三步

来解读跨国加时序的统计现象。

[1] Eichengreen B., Park D. and Shin K.,“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919, 2011.

[2] 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是以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基准，本文具体使用的数字皆为人均GDP。
关于这里使用的中国发展目标的参照标准，请参见蔡昉：“通过改革畅通社会流动”，《全球化》，2024年
第 5期；关于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和分组水平，可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2025-
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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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跨越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2025-07-02]。

首先，对应人均收入水平下居民消费率的观察值构成图 3中的数据信息，在

总体分布上呈现一个收敛的过程，即国家和地区在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上，居民

消费率随发展而趋于降低，同时异常值趋向于回归到常态范围。在人均GDP处
于 2000~7000美元的区间，或者说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状态下（在 2023年，人

均GDP达到 6254美元即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率极度分化，从

低于 30%到徘徊在 100%左右不一。而在跨过高收入门槛后，国家和地区的居民

消费率则逐渐收敛，在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过程中，譬如在人均GDP从 22000
美元提高到 27000美元左右的阶段上，居民消费率逐渐集中到 40%~70%的区间。

其次，如果暂且不考虑国家和地区之间分化的情况，而是着眼于从最大频数

来观察基本趋势的话，我们可以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消费率近似地呈

现为一个横向的 S形曲线。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相继的变化。一是从中等偏下

收入阶段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消费率从很高的水平开始逐渐下降。也就是说，

人均收入的显著提高，意味着不再需要把国民收入的过大比重用于满足一般消费

需求。根据世界银行分组标准，[1]2023年，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

入国家的人均GNI门槛基准为 4515美元，这两个收入组的居民消费率平均值分

[1]参见世界银行最新分组标准和说明，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
[2025-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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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70%和 48%。二是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人均GNI门槛标准为

14005美元）跨越的同时，居民消费率也需要一个相应的跨越，对中国来说就是

需要向 59%这一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赶超。三是在跨过高收入门槛之后，居民消

费率再次呈现不显著的下降趋势。毕竟，在极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上，满足高质量

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只需国民收入中的一个较小比例而已。

最后，虽然消费率收敛的趋势意味着离差趋于缩小，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

特定阶段上，在整体趋势呈现的同时，总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分化现象，因而也有

一些明显偏离趋势水平或均值的异常值。因而，总体的收敛趋势必然同时具有这

样的涵义，即在统计意义上，“回归到均值”应该是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这些异

常值的归宿。2023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为 39.1%，低于任何一个世界银行收入

分组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消费率面临回归和赶超双重要求：一是回归到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常态，特别是其中最接近高收入门槛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赶

超高收入国家常态，特别是其中尚未大幅度超越高收入门槛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可以具体体现在如下一种参照系中。中国在 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

愿景，意味着中国人均GDP需要以 2023年的 12614美元为起点，于 2035年达到

或接近按不变价和不变汇率计算的 27331美元（2023年葡萄牙的水平）。2023年，

以人均GDP为基准，在中国和葡萄牙之间有 20个国家和地区（含葡萄牙），其间

的发展水平差距，即为中国人均GDP的赶超区间。相应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

居民消费率从 46.7%到 73.8%不等，算术平均值为 61%，显著高于中国 39.1%的

水平，因而也是中国的赶超区间。然而，向常态水平回归也好，对更高水平的赶

超也好，从经济发展阶段这样的长周期来看，中国实现消费水平的跨越，绝非一

帆风顺，需要克服一系列与发展背景相关的重力或阻力。

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重力，是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双双减速的长期趋

势。一方面，即将跨过高收入门槛，标志着中国处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另一

方面，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和中度老龄化社会，则标志着中国处在更高的人口转

变阶段。在较早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上，中国经历了典型的二元经济发

展：作为一个经济上的赶超国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要素禀赋，因此可以避

免资本报酬递减现象；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资源重新配置并获得效率；

后发优势也有效降低了创新成本。因此，更高的发展阶段就意味着上述赶超动能

的式微成为经济增长自然减速并且继续缓慢下行的原因。与此相对应，居民可支

配收入增长也随之减速，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难以达到以往那样的速度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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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呈现下行趋势，迄今为止GDP的实

际增长也呈现了一致的走势。至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比经济增长减速略

有滞后，但也呈现出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强烈回归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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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经济增长与收入提高的速度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5-07-02]；蔡

昉、李雪松、陆旸：“中国经济将回归怎样的常态”，《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2023年第

1期。

需要克服的第二个重力，是当前的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过大的分配格局。经济

学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表明，低收入家庭具有比高收入家庭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

即前者的家庭收入增长，通常更多用于消费商品和服务。相应地，居民收入差距

过大必然导致全社会形成并积累起未能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中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自 2008年达到 0.491这一峰值后一度降低，但在 2015年达到

0.462的谷底之后，降低的趋势便陷入徘徊，直到 2024年仍然高达 0.465。整体收

入差距是由城乡差距、农村内部差距和城镇内部差距构成的，在城乡差距缩小并

且对整体收入差距缩小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呈现轻微的扩

大趋势，[1]可能进一步抑制居民消费。

需要克服的第三个重力，是快速老龄化的趋势和未富先老的特征。一般而

[1] 数据来自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院数据库，UNU-WIDER,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WIID), Version 28, November 2023, https://doi.org/10.35188/UNU-WIDER/WIID-300622[2025-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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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老龄化程度与人均GDP水平高度正相关。因此，图 3所显示的统计规律性，

也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老龄化与消费的关系。就是说，在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

情况下，居民消费率分别从较高和较低的水平上，朝着一个更为确定的区间收

敛。然而，未富先老特征则意味着，在类似的发展水平上，中国具有更深的老龄

化和更低的消费率。分年龄组具体表现为：其一，虽然青少年消费率高，但这个

人口群体数量显著减少，故难以支撑整体的消费增长；其二，中年和大龄劳动者

承受养老保险缴费、家中老人赡养、预防性储蓄三重负担，消费能力和意愿受到

抑制；其三，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社会保障水平的覆盖、子女的就业质量均较

低，因而消费能力和意愿都受到抑制。

结 语

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而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预计与

老龄化从中度水平进入重度水平的人口转变阶段是重合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

总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像认识供给侧因素的

变化一样，从长期视角认识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是作出符合现实的判断、出台

恰当政策、部署有针对性的举措，以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

在本文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性和中国国情，以高度抽象的

方式提出以下关键抓手，旨在促进必要的观念转变、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

首先，从全生命周期培育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创造更多更高质量就业岗

位。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报酬是家庭收入进而居民消费的最可靠支撑。随着老

龄化程度加深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国就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问题转变为

结构问题，主要难点是人力资源供需之间的匹配，重点表现为“一老一小”群体

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从人力资本培育入手，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对劳动力市场

的适应性，可以采取长短结合的两个策略。从近期来看，借助职业教育和培训资

源存量，对新成长劳动力、在职劳动者和延迟退休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

者与岗位之间的匹配度。从长远来看，预见人工智能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特

点，按照未来人力资本需求，培养具有认知能力、软技能、终身学习能力的新一

代劳动者，促进劳动者技能、劳动报酬水平和就业质量同步提高。

其次，在以合理、合意速度推动经济增长进而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更

加注重通过再分配手段“分好蛋糕”。收入分配格局要得到根本性改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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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基尼系数降到 0.4这个基准点之下，归根结底要依靠再分配手段。借鉴高收入

国家采取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再分配手段，中国在加强运用这两种手段方面尚有巨

大的潜力。一方面，根据世界银行 2023年数据，具有调节收入分配显著效果的

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在中国仅占全部税收的 35.7%，大幅低

于几乎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甚至低于很多中等收入国家。

另一方面，根据此前的一项研究，以人均GDP处于 12000~30000美元的国家作为

参照，2020年中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为 33.9%，显著低于参照国家 40.4%的平

均水平；中国政府社会性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为 52.4%，亦显著低于参照国家

62%的平均水平。[1]

最后，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拓展公共品边界，更充分、均等地提供基

本公共服务。为此需要创造的条件是，按照人民日益增加的公共品需要显著扩大

政府的社会领域支出。实际上，伴随着居民消费率的长期变化（见图 3），政府

支出率即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两个指标的变化，表现

为居民消费率趋于降低和政府支出率趋于提高，两者显现出趋同。根据世界银行

数据，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图 3中人均GDP为 4200~11786美元），政府支出率

平均为 26.9%，居民消费率平均为 62.9%；在进入高收入门槛直到进入中等发达

国家门槛的阶段（图 3中人均GDP为 13626~28451美元），政府支出率平均提高

到 35.6%，居民消费率平均降低为 58%。这种相对变化有两个含义：一是随着人

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中，越来越大的部分由公共品满足；

二是基本公共服务等公共品的价值，通常不会体现在消费者的支出中，因此，公

共品供给增加、个人满足程度提高，并不反映在消费支出的增加上。

（责任编辑：崔秀梅）

[1]蔡昉、贾朋：“构建中国式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比较》，2022年第 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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